
 1

著书只为稻粱谋 

——社会生活史视野下的清中叶学者职业化研究 

张瑞龙 谭红艳 

摘要：学者职业化是清代学术史上颇受瞩目的现象，清代汉学考据的发达亦与此密

切相关。以往研究多注重其对清代学术积极贡献的一面，本文则选择嘉道间的典型人物，

考察这些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学者的谋生状况与从业心态，以及从业者与同时代人对此职

业的评论与出路期许等，并从清代职官设置、入仕铨选等制度史和社会经济的角度，解

释清代学人游幕这一学者职业化现象，以期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窥见清代学术的另一面

相。 

关键词： 社会生活史；学者职业化；游幕学人；清代学术史 

 

嘉庆六年（1801），戈襄（1765-1827）因挚友顾广圻出游谋生，对其时的游者做了这样

的划分，云： 

吁！吾见今之游者众矣。下焉者，龌龊谋利，丐升斗须臾之养，以润其身，而不觉

谄污之可耻；中焉者，役役逐逐，蝇营狗苟，日觊在上者之一假手援引，得以窜身仕籍，

脱其诗书之苦；上焉者，以文章为饵，以谈说为宗，其学纂取乎时之所尚者而会萃之，

其始不必为己之所好，其继不必为己之所有，剿旧袭新，但藉以夸张于寡昧之前，而骤

惊其耳目，而名与实遂两得，得其实而不暴其名，由是人皆奉为实学，而其人亦遂泰然

久假而不归，沽誉夸身，巧利莫甚。① 

其中“以文章为饵，以谈说为宗，其学纂取乎时之所尚者而会萃之”的“上焉者”，便是以

学术谋生之人，亦即职业化学者。对这类人，戈氏的批评是“沽誉夸身，巧利莫甚”。在他

看来，其生活似乎颇为不错，尤其是较诸“龌龊谋利，丐升斗须臾之养”的“下焉者”而言，

不啻天壤之别。 

但也有人对游幕谋生，持同情怜悯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游者中的“上焉者”还

是“下焉者”， 都是被迫而为的谋生方式，并非士人所乐为。如鲁缤（1768-1817）就说： 

世方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岂尽生而好之哉？彼汩没于嗜欲者有矣，不得已而

为之者强半焉，室家之累，饮食百物之需，有以扰其中而乱其外也。（中略）然不得已

而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无亦有不能自主者存耶？② 

盛大士（1771-1838）则称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任何人都不愿意过这种争名逐利的生活，

云： 

世之名场驰逐者，非必富贵利达之见锢于其中也。家无余赀，株守必坐困，始不得

已而出门，冀侥幸于万一。苟有田可耕，有书可读，有先人敝庐可息肩而容膝，亦复何

求？若其走俗抗尘，猿惊鹤怨，虽求无不得，犹且不可，况所求者不可得，而所失者不

复偿乎！③ 

但尽管如此，学人游幕还是成为清代士人较为普遍的谋生方式之一，这也是清代较为特殊的

现象。与历代幕府中幕僚多从事佐理政事、参赞戎幕等不同，清代尤其是清中叶的幕府存在

                                                        
 本项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985 工程第三期专项经费的资助。论文曾在 2011 年 9 月南开大学“中国日

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吉林大学赵兰英教授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① 戈襄：《赠顾子游序》（辛酉，1801），《半树斋文》卷 10，页 4，道光间刻本。 

② 鲁缤：《静生书室记》，《鲁宾之文钞》，页 45-46，《鲁山木先生文集》附，民国重刻本。 

③ 盛大士：《可掬轩记》（1823），《蕴愫阁文集》卷 3，页 6-7，道光六年刻本。盛氏卒年，据江庆柏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页 71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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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并非从事行政性的事务工作，而是以门人清客身份陪同幕主或谈经论史、

盱衡时局，或撰文吟诗、著书立说，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工作。①清代汉学考据所以如此发

达，即与这一群体密切相关。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这一现象亦备受关注。这类游幕学人，

则多被称之以“职业化的学者”。如早在 1904 年梁启超（1873-1929）考察清代学术变迁时，

便以“分业的组织”概括这一现象。②1920 年代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概述官方、

半官方及商人幕府对学术的赞助和支持。③其后，艾尔曼先生《从理学到朴学》以专章篇幅，

讨论“江南学者的职业化”。④近年，尚小明先生则先后推出近 30 余万字的专题研究《学人

游幕与清代学术》和 46 万多字的资料整理著作《清代士人游幕表》，系统梳理出清代学人幕

府的构成状况、发展脉络和人物谱系。⑤ 

然而现有关于职业化学者的研究，多注重其对清代学术积极贡献的一面，甚至有谓其具

有“近代性”者。⑥但上引时人对学人游幕的评论，则表明问题要复杂得多，亦即我们应充

分关注游幕学人的从业心态、生活状况以及对职业出路的期许与同时代人的评论等，方可做

出恰当的判断。故本文将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职业化学者的从业心态和生活状况如何？

二、学人游幕的职业稳定性如何？从业者及同时代人对此职业的评论与出路的期许如何？

三、在清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游幕学人？除前人已充分关注的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提倡

及其形成的社会风气和氛围外，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如何恰当地理解清代学人游幕这一

“学者的职业化”现象？ 

关于“职业化”和“半职业化”的学者类型，本文采用尚小明先生的划分和界定，对其

中比较典型三种，选择典型人物加以讨论，即“职业化学者”：（1）在官员赞助下，专门从

事学术研究的游幕学人；（2）在各类书院讲学，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半职业化学者”：（3）

学者型官员。⑦时段上，则大致以嘉道时期为限。 

一 

章学诚（1738-1801）是位典型的在官员赞助下从事学术研究的游幕学人，但这位拥有

进士功名，且在学术上目空一世的职业化学者，窘困落魄几乎成为生活常态。从乾隆间他给

朱筠（1729-1781）的信来看，纂修官书的工作，尽管为人艳羡，但以之营谋生计，却颇为

艰难，须纂修三四种书籍，方可维持生计。问题在于即使这样的差事也很难谋得，云：“腐

儒索米长安，计非官书三四门，不能自活，吾师许之有日矣，而到手者仍无一处。”甚至以

庄周寓言中待升斗之水而活的“涸鲋”自况，称：“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乞勿迟迟，待西江决而后索涸鲋于枯肆也。”⑧其窘迫之况，可见一斑。 

对这种以著述谋稻粱的生活，章学诚自称是有“文墨之长”，“屈折用之，以为糊口计”。

                                                        
① 刘桂生：《<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序》，载尚小明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序”，页 13，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② 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页 113、1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③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页 65-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④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译本，赵

刚译：《从理学到朴学》，页 60-9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⑤ 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⑥ 如以清代汉学考据比附西方的文艺复兴，而“学者的职业化”则是塑造这种学术形态的社会构成要素。

参见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自序”页 1，页 62-66、106；艾尔曼著、赵刚译：《从

理学到朴学》“著者初版序”，页 2-3；正文，页 6-10，67-98。相关评论，参见葛兆光教授：《十八世纪

的思想与学术——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读书》1996 年第 6期，页 48-56；张瑞龙：《书信往来

与清代学术——以清中叶学者书信往来为中心的考察》，《九州学林》七卷二期，页 141-143、201-204，

2009 年夏季。 

⑦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页 203。 

⑧ 章学诚：《上朱先生》，《章学诚遗书》“补遗”，页 60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又，涸辙之

鲋的典故，参见《庄子·外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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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然而其生活境况，较之此前不但未有改善，反而更加困苦。嘉庆二年，章氏在给朱珪

（1731-1806）的一封求援信中说：“现有所祈者，家中嗷嗷已久，此间所获，随身将归，如

沃焦釜，前日已于少白书中，嘱其转达，未知到否？今沈桐城君正赴灵壁，舍姪正知灵壁，

作书向渠索助，并嘱沈君为之面言此时窘况。如得阁下为之谕意，则彼正于散赈之时，穷途

族叔，又旧托知交，或稍从优厚，未可知也。”②而早在一年前，其生活境况早已“借贷俱竭，

典质皆空，万难再支”，甚至自比僧丐，称：“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间，惘惘

待倘来之馆谷，可谓惫矣！”③ 

因而有人便对这些才华横溢，却又出门游幕，乞食于人的行为表示不解。张际亮

（1799-1843）曾因刘开（1781-1821）自言“少时蒋砺堂、韩桂舲、曾宾谷，以国士待吾，

诸公贵人多相向慕也。今久困佗傺而情势一变矣，吾亦自是倦于游”，“此言未几”而“客死

于濠”的遭遇，评论说：“孟塗既苦贫，何不负耒荷薪以养其母，乃欲求始终于诸公贵人，

何邪？”④尽管张氏有此困惑，但他本人却仍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亦因生计问题，设法入

幕谋生。 

道光十一年（1831），张际亮因多次乡试落第，所负之债累积千余两，致函时任河道总

督的林则徐（1785-1850），请求其资助银一千两，回报则是帮其纂辑类似靳辅《治河方略》

之类的书籍，云： 

今之所重困者，特千金耳，而入无所告，出无所投，彷徨日夜，无所为计……昔陈

汤贷乞无节，为乡里所薄，今者丐贷且无门，轻薄何足计耶？……亮少而读书，壮而游

四方，于当世利弊得失，能详言……以执事清操廉节，亮亦不敢生厚费周章……盖今之

游履多趋河工，河上诸公共醵千金以从助人者，非一日一事矣，亮亦不敢出此念。昔靳

文襄著《治河方略》，皆详南河而略东河，今若仿而为之，于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

书，使得操笔墨以从事，于诸公之勤劳，亦有以垂久远也……著书之体，惟执事裁定，

成书之速，亮可自信也。⑤ 

这是一封典型的以著述谋稻粱的“干禄”书，其中张氏的自我介绍与对著述选题和纂修状况

的归纳总结，以及对该书纂修预期效果的估量，简直无异于现在一项课题论证规划的简短摘

要。后虽因林氏任内升迁作罢，但其自述“丐贷且无门，轻薄何足计”的生活境遇和心态，

则与章学诚以僧丐自处无太大差别。 

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对游幕生活充满了向往。道光十二年（1932），沈垚（1798-1840）

接到安徽学政沈维鐈（1778-1849）专函，聘其校阅试卷时，虽自谦“校文事重，深惧不克

胜任”，但仍以入幕不仅可谋生计，且能藉此增广交游，在学术上获攻错之益，有更好的发

展等因由，欣然前往，云： 

顾自念夙具四方之志，久欲以钝质与海内豪杰相砥砺，今幸得奉教于贤士大夫，深

惬素愿，况随使车游历，南渐江而北汝颍……考地形于历阳、寿阳，究湮渎于东迤，北

譌 塗会安丰大别，证《汉志》之非 ，姑孰当 ，笑唐贤之多误，尤足摅怀古之蓄念，释读

史之前疑。是以承命不辞，谨俟使到就道。⑥ 

然而，待其入幕校文后，却发现情况远没有想象得那样称心。首先是薪水太少，不足以养其

身家，故在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出纳之吝，乃近日通习，垚亦安得以所获之少，遽不

满于主人？然归未十日，囊已钱空，亦殊可叹矣。”甚至有“吾见天下之寒士，将尽转于沟

                                                        
① 章学诚：《上韩城相公书》，《章学诚遗书》卷 29，页 328。 

② 章学诚：《上朱大司马书》（1797.），《章学诚遗书》“补遗”，页 608。 

③ 章学诚：《上朱中堂世叔》（1796.9），《章学诚遗书》卷 28，页 315。并参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耿云志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 2 卷，页 87。 
④ 张际亮：《刘孟塗诗稿书后》，《张亨甫文集》卷 4，页 27-28，《张亨甫全集》本，同治丁卯（1867）

刊刻。 
⑤ 张际亮：《与林少穆河帅书》（1831 冬），《张亨甫文集》卷 3，页 18-21。 
⑥ 沈垚：《答王亮生书》（1832），《落帆楼文集》卷 7（外集一），页 21，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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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的感叹。其次，非但未能藉此增广交游，反因书生习气，与同事龃龉不断，称“迂拙之

状，任情使气之习，见疾于同事。而主人仍加意相容，此颇可感”。而更令其不堪的是，幕

职校文繁重，对其学业非但没有助益，反而多有荒废，云：“风雨驰驱，旧业无暇温习”，“久

不读书，笔底颇觉结轖，到考棚后，校文少暇，舍田耘田，深以学业荒废为惧”。不仅如此，

据他观察，谋职人之多，亦超出想象，称：“主人会客处，亲故讬荐馆地者相属”，感叹“谋

食之苦，出世之难”。① 

两年后，沈垚从浙江学政陈用光（1768-1835）入京城，先后馆于徐松（1781-1848）、

刑部侍郎姚元之（1773-1852）府第，自言“藉考证以自给”，仍过着以著述谋稻粱的生活。
②但这种可谋职或谋生的学问，亦相当有限，因“天下尚朴学者之少也”，而“时怀饿死之忧”。
③在他看来，可谋食的“朴学”，也只是《说文》等少数几种学问，沈氏且以此转告乡亲故友，

言：“里中故人如欲出门，而才具与时下不相宜者，惟有读《说文解字》一书，差犹可吃饭”。 

④并殷劝友人“细观《说文》”，称“至要！至要！”提醒其“留心时贤之所撰”，且谈及其与

友人遭遇之别，说：“半虔之所以饿死，垚之所以仅免”，皆因此。⑤ 

沈垚极为庆幸有此专长可以谋生，因而多次谈及其当年研习此学，遭友人反对之事。友

人以“士不当为藻饰无用之言”，称其从事《说文》音韵之学，虽“意欲免俗，不知此正俗

学也”。但这位反对他从事此“俗学”，且言“天无厄人之事，不可效小人之戚戚以自厄”的

友人，竟困厄而死。⑥因而自称：“使垚早从半虔之言，薄故训而不为，则垚之骨枯已久矣。”
⑦ 

故沈垚对谋生的态度，较诸同辈友人便颇为务实，言：“衣食之急，急于科名，人须衣

食粗给，方不至为苟且耳”，称“凡好谈好游之习，昔日以为方雅者，一切惩戒；或者得免

于饿死，不致为半虔之续耳”。 ⑧信中的“半虔”，就是沈氏的挚友纪庆曾。纪氏家境贫寒，

授徒自给，后屡以族累，境况愈加窘迫，不得已，“北游山东五年，无所遇”，在其往山东期

间，“妻子困乏，又丧其次子”，后因思家欲归，却因行装典当一空，只得在酷寒的严冬，身

穿单薄的衣衫而归，结果竟以伤寒病卒。⑨故沈垚对挚友张履使其子习钱谷（做钱粮师爷）

的决定，备加赞赏，称是“因材而笃之道”。而对另一位友人纪磊因张履此举而“大为致怪”

的态度，评论说：“习此为常，而求不饿死，难矣！”⑩ 

因而沈垚对这位因友人之子习钱粮而“大为致怪”的朋友，便极为忧心其能否找到谋生

的差事，云：“石斋（纪磊）明年不在山，而为渠谋栖止地，甚难。”11其后，沈氏虽多方设

法努力，但仍未能为其觅得幕职。对此，他备感愧愤，称：“垚展转为石斋谋一襄校之席，

竟无一能成，愧甚！愤甚！人心之不古，世风之变，非有可一言尽者。”12 但这时他可能忘

                                                        
① 沈垚：《与许海樵（二）》、《与许海樵（三）》，《落帆楼文集》卷 9（外集三），页 2、3，吴兴刘

氏嘉业堂刊本；据沈宗涵、沈宗济《鼎甫府君年谱》“道光十三年癸巳”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

刊》第 136 册，页 388-391）此信作于是年。 

② 沈垚：《与吴半峰（二）》，《落帆楼文集》卷 10（外集四），页 4。 

③ 沈垚：《与许海樵（二十三）》，《落帆楼文集》卷 9，页 27。 

④ 沈垚：《与许海樵（三十）》，《落帆楼文集》卷 9，页 29。 

⑤ 沈垚：《与许海樵（二十二）》，《落帆楼文集》卷 9，页 26-27。 

⑥ 沈垚：《书盛眉庵〈唐述山房日录〉后》，《落帆楼文集》卷 4（后集一），页 12；《与许海樵（十六）》，

《落帆楼文集》卷 9，页 19。 

⑦ 沈垚：《与许海樵（二十九）》，《落帆楼文集》卷 9，页 29。 

⑧ 沈垚：《与许海樵（十一）》（1838），《落帆楼文集》卷 9，页 14。 

⑨ 沈垚：《纪思诒事略》（1835），《落帆楼文集》卷 4，页 22、24。 

⑩ 沈垚：《与许海樵（十一）》（1838），《落帆楼文集》卷 9，页 14。 

11 沈垚：《与许海樵（十一）》，《落帆楼文集》卷 9，页 14。 

12 沈垚：《与许海樵（三十）》（1840），《落帆楼文集》卷 9，页 29。据沈垚《与张渊甫（十九）》有

“接奉手书，并所刻《教事录》一册、《牛痘新书》一册”及“居都下六载”语（卷 8，页 15），以及此

信“渊甫……近寄到所刻书二种”语，可考知此信所作时间。因沈氏于道光十五年入都，于二十年十一月

卒于京师，故知此信当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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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了其曾推荐谋职的两位友人，尽管有获聘和被拒的不同，却在其推荐前后，先后故世的怪

事：“前年荐山甫（金锡桂）于沈学使，学使欲延之，而山甫已先卒；后荐半虔，学使不延，

而半虔亦逝。”就连他本人都有“亦可怪矣”的感叹。①因而这对沈氏推荐的朋友纪磊而言，

未必全是坏事。 

以上所举章学诚、张际亮、沈垚及其友人等以著述谋稻粱的职业化学者，尽管未必代表

清中叶全部游幕学人的生活境况，但至少亦透露出部分以著述谋稻粱的职业化学者生活境况

之窘迫。 

二 

与游幕学人这种职业化学者谋生不易相比，作为官员而从事著述的半职业化学者或学者

型官员，尽管有微薄的俸禄稍可依恃，但潜心著述的他们或以不适应投机钻营的官场生存环

境，或以为官清廉，拙于生计，生活境况亦颇为艰辛。 

郝懿行（1757-1825）是这类学者型官员的典型。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并于同年

留京任户部主事的他，可能没有想到会因潜心著述，不但未能升迁，反而连生计都问题。这

位当年因恐部员请假耽误升迁，获第后决定不回乡省亲的 43 岁户部江南司主事，在给家父

的信中展望“补缺后亦得考差陞迁，兼御史府道”的仕途前景时，大概绝未想到等待他的将

是“浮沉郎署二十七年”，“未迁一官”的六品小京官生涯。② 

九年后（嘉庆十三年 1808），郝懿行在给亲友的信中谈到其京官补缺及生活境况，已经

是“某农曹需次，补缺尚迟，疏拙为官，清贫日甚”的境地。从信中看，郝氏曾试图通过著

述立说的方式来改变生活窘况，但效果不佳，故信中说到“虽著述颇多，而非医贫之具”。③

此时，郝氏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卖书索米，积岁经年。望吃猪蹄，如嚼麟脯矣”。④

为医贫，郝氏甚至求助于夫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从嘉庆十六年到二十三年（1811-1818）

的八年中，尽管生活已困窘到“望吃猪蹄，如嚼麟脯”的境地，郝氏仍坚持每年“陈牲楮之

仪”来祭财神，而且要求也不高，称只因“家计米盐交谪之声盈耳”而“心有望焉”，云：

“非弗念富贵之在天繄，惟神实佑相之其惠，允所求，济其乏，无用弭其私望。”⑤但财神并

没有降临，郝氏生活的窘况也没有改观。 

嘉庆二十一年（1816）郝懿行致函友人已感叹“七年无俸米吃”，于是“著书谋稻粱”，

仿《世说新语》例，纂辑《宋琐语》这种为士人所喜闻乐见、售卖状况可能较好的书来救贫。
⑥然而刊刻此书所需的书板、刻印工钱以及纸墨刷印等费用，已使他费尽心思。几经踌躇，

最后竟不惜典卖衣物筹集这笔费用，希冀其书能像传说中的洛阳纸贵那样畅销。对此，郝氏

曾有诗云：“典却衣衫为办书，夜凉风静苦踯躅。几曾卖贵洛阳纸，已涉兰秋七月初。”⑦但

                                                        
① 沈垚：《与孙愈愚（一）》（1835），《落帆楼文集》卷 8，页 19。按：纪半虔卒于道光十五年（卷四，

页 22-25），信中言半虔之卒及其遗稿事，据此知此信当作于是年。又沈垚推荐纪磊入沈维鐈幕之信，见其

《与沈小湖学使书》（1834），《落帆楼文集》卷 7，页 19-21。 
② 郝氏在中进士后，在给父亲的家信中说：“古人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人子养亲，幸邀天家

升斗，博膝下欢，乐何如也！惟部员告假，虽三四月，便坐算一年，后日补缺，未免过迟，且此次分部至

八十名之多，何堪更迟一年，重困寒士耶？”转引自许维遹：《郝兰皋夫妇年谱附著述》，《清华学报》

10 卷 1 期，页 198，1935 年 1 月。并参胡培翚：《郝兰皋先生墓表》，缪荃孙辑《续碑传集》卷 72，页

4-5，江楚编译局刊本，宣统二年。 
③ 郝懿行：《答外舅王金田太守书》（1808），《晒书堂外集》卷上，页 22，《郝氏遗书》，光绪十年

刻本。 
④ 郝懿行：《答族外舅王复园学博书》，《晒书堂外集》卷上，页 28。 
⑤ 郝懿行：《祠财神文》（1818.10），《晒书堂外集》卷下，页 53。并参王照圆：《家人祭财神率尔有

作》（1811.9），郝懿行《和鸣集》附，《郝氏遗书》，光绪十年刻本。 
⑥ 郝懿行：《答陈恭甫侍御书》（1816）、《与马元伯书》（1816.7），《晒书堂文集》卷 2，页 9、10-11，
《郝氏遗书》，光绪十年刻本。  
⑦ 郝懿行：《嘉庆丙子季夏刊〈宋琐语〉诸书，向友人索价因赋短章》，《晒书堂诗钞》卷下，页 52，
《郝氏遗书》，光绪十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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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代销此书的友人，却没有体谅他的艰辛，未能将售卖书资及时送达，致使郝懿行不得不

致函索要，并再三申言其被追呼索债的窘境，云：“前丐销书，极承雅意，今从启价，似涉

俗情。只缘索债登门，更甚催租败兴。望垂厚爱，俾免追呼。速惠版金，稍酬纸费。”①郝氏

著作的“销售代理人”，甚至有在距京千里之遥的江浙地区者，他曾致函浙江友人索要书资，

言：“前丐销书，尚冀速济涸鳞，俾穷愁著书人无忧薪水之艰，幸甚！感甚！”② 

尽管如此，郝懿行的生活却窘困日甚，到嘉庆二十五年前后，年已 64 岁的他为救贫，

曾因其所住海岱门东齐鲁馆“地颇间旷”，决定开馆授徒，结果却是“生徒寥寥，馆金又薄”，

自叹“令人唤奈何也”。③与贫困生活相伴而来的，还有因此而来的侮辱，汪喜孙（1786-1848）

给顾莼（1765-1832）信中，谈到曾听说这位前辈“每与同乡公燕，人谓其来骗饭吃”，并“于

公所为人推倒地上”之事。④ 

郝氏经历看似有些特殊，但其 27 年小京官的生活窘况，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潜心著

述型学者京官的生活境况。无独有偶，道光十七年（1837）在京任户部湖广司员外郎的汪喜

孙（1786-1847）谈到其近年生活境况时，亦称因薪俸微薄，靠变卖藏书，维持生计，称“年

来卖书易米，尽入琉璃厂肆”。⑤而其著《从政录》，据汪氏自言，则是“服官三十年，不复

孰何生计，久居京师，易米卖书，谨撰是编，以贻后人”。⑥这种“卖书易米”的生活，并非

汪氏自我宣夸，亦非一时之窘。道光二十四年（1844），与汪氏往来密切的许瀚（1797-1866），

也注意到其“卖书吃饭”的生活窘境。⑦ 

如果说小京官的生活窘况，某种程度上是因京师米珠薪桂的高昂生活费用，那么在地方

任闲散教职的教谕、训导等，微薄的俸禄似可俾其专心从事著述。然而事实却非如此，道光

六年（1826），建德县教谕严可均（1762-1843）便称其每年不到 40 两的俸银，尚不够租赁

房屋和偶尔雇佣轿夫之用，加之无学田租费可补贴生活，朝廷又立新规，严禁收取“束修册

费”，表示“无栈可恋”，将辞官游幕，“逝将糊口四方”。⑧ 

因而相对于游幕学人以著述谋稻粱的艰辛，以及学者型官员尚不足糊口的微薄俸禄，书

院讲学无疑是最好的职业。因其不但收入较好，可潜心著述，亦兼获师友讲习攻错之益。但

这样的差事，却极难谋取。 

嘉庆八年（1803），翰林院编修陈用光托乃师姚鼐（1731-1815）在南京觅书院之职，姚

鼐复信称：“此间觅今岁之书院，则必不可得。”劝其到扬州一试，却又说：“恐亦无大济也。”
⑨两年后，姚鼐因儿子来南京，自言“欲为谋一小馆，却未易得也”。⑩是年，陈用光因京师

生活困窘，欲离京南下时，姚鼐便力劝其在官任职，云：“决意南来故佳，然闲居何以治生

乎？必须求一书院。吾见今顷日求书院者之多，反不如在官之不争也。”11嘉庆十五年（1810），

姚鼐又与陈用光谈到为其在江浙一带谋书院之职事，致函陈氏云：“明岁石士不能家居，大

                                                        
① 郝懿行：《从友人索书价启》（1816 秋），《晒书堂外集》卷上，页 25。 
② 郝懿行：《与两浙转运使方雪浦》（1820.6），《晒书堂外集》卷上，页 31。 
③ 郝懿行：《再与陈恭甫书》、《与庄杏园同年》（1820.12），《晒书堂外集》卷上，页 25、32。 
④ 汪喜孙：《与顾南雅先生书（2）》，《汪孟慈集》卷 5，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上），页 156-157，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 年。 
⑤ 汪喜孙：《与朝鲜李尚迪书》，《汪孟慈集》卷 5，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上），页 198；并

参汪保和等：《显考孟慈府君行述》，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页 1280-1282。 
⑥ 汪喜孙：《从政录序》，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中），页 373；并参夫马进著、伍跃译：《朝

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页 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⑦ 许瀚著、崔巍整理：《许瀚日记》，页 227，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袁行云：《许瀚年谱》，

页 128、133、144，济南：齐鲁书社，1983 年。 
⑧ 严可均：《答姚秋农緫宪论夏殷历（丙戌，1826）》，《铁桥漫稿》卷 3，页 12，光绪乙酉长洲蒋氏重

刊本。 
⑨ 姚鼐：《与陈硕士（34）》（1803），《惜抱先生尺牍》卷 6，页 4，咸丰五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本；

参见台湾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传包》3092-3 号《陈用光列传》。 
⑩ 姚鼐：《与陈硕士（39）》（1805 夏），《惜抱先生尺牍》卷 6，页 8。 
11 姚鼐：《与陈硕士（43）》（1805 冬），《惜抱先生尺牍》卷 6，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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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亦只于江浙一带作一书院”。①但结果却是：“苏州书院已为吴方伯俊所得矣。不知浙中尚

有可谋邪？”② 

不仅是书院教职，其他私塾、课蒙等馆职亦难觅求。姚鼐有位叫彦容的后辈，嘉庆十五

年因其东家张道台改职员外，家眷亦同去京师而失馆。③其再谋馆职之事便极为不顺。两年

后，姚鼐在给姚莹（1785-1852）的信中谈到彦容谋职事，称：“彦容闲居几一年，汝兄至此

亦半年矣，图馆甚难，殊使人闷闷。”④到嘉庆十八年，馆职仍未谋到，姚鼐不得不出面帮忙，

但效果亦不佳：“彦容觅馆不得，今只好为荐一徵比馆，然亦尚未得也。”⑤后来，馆职虽然

找到，但在姚鼐看来薪金又较少，感叹“无可如何”，云：“彦容倾得江浦徵比之馆，岁仅六

十金，无可如何，只得就之矣。”⑥一年后，情况终于有所改观，彦容获得年薪 140 两的“江

浦教席”。⑦但其时谋职困难的局面，却丝毫没有缓解，我们看到姚鼐为帮忙给后辈子弟谋职，

连平日“锁居院内”友人马春田都致函相求，请多为留意，言：“吾兄锁居院内，势不能于

外间荐馆，然恐遇便有可为吹嘘者，亦或可偶为一延誉耳。彦容已赴盐城挂号，其束修百金，

可谓每况愈下矣。”⑧在给马氏的另一信中，姚氏因又有亲友来请帮忙谋馆者，则直叹：“觅

馆者之多，安得一一安顿邪？”⑨ 

对书院谋职之难。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1785-1850）曾因座师

沈维鐈请为其亲友谋取书院职，而有“书院之难，甚于幕馆”的感叹。并称“此间所谓到馆

之讲席，大率甲未去而乙已来，一席三分，比比皆是，其余遥领之副席，多者过于二八，亦

万难再添。”⑩僧多粥少的状况，使得即使有师生之谊这样的密切关系，亦难谋得。 

三 

上述游幕学人、学者型官员以及书院讲学三种类型中，以游幕学人的学者职业化程度最

深。同时，也以这类职业最受时人关注。当然，时人关注和评论的层面，也不仅仅是游幕学

人个人的生活状态，还有因此职业群体影响的士习士风和社会风气。 

嘉庆间，张海珊针对当时的学人游幕之风，作《游说》，便称“游之途日广，而游之事

愈下”，云： 

古之时所谓游之说者，二焉。有孔孟之游，有战国之士之游。孔之周游，孟之游齐

梁诸国，曰：以行道也，以救民也……今世之所谓游，则战国之士之游而已矣。自天下

                                                        
① 姚鼐：《与陈硕士（80）》（1810.8），《惜抱先生尺牍》卷 7，页 1。 
② 姚鼐：《与陈硕士（81）》（1810 秋），《惜抱先生尺牍》卷 7，页 1。 
③ 姚鼐：《与石甫姪孙（2）》，《惜抱先生尺牍》卷 8，页 1。按：姚浚昌《姚石甫先生年谱》“嘉庆十

五年庚午，二十六岁”条，云：“六月，赴香山，主讲榄山书院。”（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

本年谱丛刊》138 册，页 530。）据信中“汝在香山，近想平安”语，此信当作于是年（1810）或稍后。 
④ 姚鼐：《与石甫姪孙（5）》（1812），《惜抱先生尺牍》卷 8，页 12。按：《清史列传》卷 42《姚元

之传》云：“（嘉庆）十七年大考一等，陞侍讲。”（页 3275）据信中“今年大考，伯昂（姚元之）超升”

语，知此信当作于是年（1812）。 
⑤ 姚鼐：《与石甫姪孙（7）》（1813），《惜抱先生尺牍》卷 8，页 14。据信中“今科桐城四举，而姚

氏无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及“作前书未发，得汝六月廿日从化寄来书”语与上信内容，知该信作于 1813
年。 
⑥ 姚鼐：《与石甫姪孙（8）》，《惜抱先生尺牍》卷 8，页 15。 
⑦ 姚鼐：《与石甫姪孙（9）》（1814 春），《惜抱先生尺牍》卷 8，页 15。按：姚鼐作于嘉庆十八年秋

的《与陈硕士》云：“刘明东决意闭户一年，用功读书，此其意可谓善矣。”（《惜抱先生尺牍》卷 7，

页 15）据信中 “刘明东闭户读书，今年决不出作馆” 及“新年想汝平安”语，知此信作于次年（1814）

春。 
⑧ 姚鼐：《与马雨耕（15）》，《惜抱先生尺牍补编》卷 2，页 9，《惜抱轩遗书三种》，光绪己卯春桐

城徐氏刊本。 
⑨ 姚鼐：《与马雨耕（16）》，《惜抱先生尺牍补编》卷 2，页 10。 
⑩ 林则徐：《致沈维鐈》，《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卷”，页 86-87，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年；并参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页 181-205，天津：南开大学出版

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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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民无常产，百姓交驰横骛，若鸟兽散。上之人不得问焉，而其尤不肖者，则莫甚

于士。学校之员既增，一县之数，无虑数百。天子之科目，既无以容，又其人大都游手

空食，更不能自为生计，则皆从事于游……其视战国之士，抵掌捭阖，且以为豪杰之士，

不可多得。盖游之途日广，而游之事愈下。于是好修之士，每讳言游。① 

包世臣（1775-1855）亦对比古代和当时外出事“游”者的差别，言“近世人事游者，辄使

才尽”，云： 

史言长卿故倦游，说者谓：倦，疲也，言疲厌游学，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游者，

辄使才尽，何耶？ 

原因就是“今之游者”或为谋衣食，或为娱声色： 

今之游者则不然，贫则谋在稻粱，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咏

怀胜迹，所至则又与朋友谈宴逐酒食，此非才易尽也，而又长恶习。② 

卒于道光十二年的丁履恒（1770-1832），亦称近世人材稀少，不是为“俗学所汨没”，便是

游幕谋职时，“游处四方”为“俗论”所“摇夺”。③ 

针对这种因谋衣食而导致士人才能、品节的沦丧，鲁缤就感叹说： 

世方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岂尽生而好之哉？彼汩没于嗜欲者有矣，不得已而

为之者强半焉，室家之累，饮食百物之需，有以扰其中而乱其外也。（中略）然不得已

而逐逐于声利，役役于富贵，无亦有不能自主者存耶？④ 

盛大士亦称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任何人都不愿意过这种争名逐利的生活，云： 

世之名场驰逐者，非必富贵利达之见锢于其中也。家无余赀，株守必坐困，始不得

已而出门，冀侥幸于万一。苟有田可耕，有书可读，有先人敝庐可息肩而容膝，亦复何

求？若其走俗抗尘，猿惊鹤怨，虽求无不得，犹且不可，况所求者不可得，而所失者不

复偿乎！⑤ 

因而主张士人自谋生路，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鲁缤且著《治生说》，云： 

今将使天下之儒生，无父母之养，无妻子之畜，无婚姻死葬之事，无宾客往来之礼，

口不必食，体不必衣，则可以不治其生。若犹是人也，犹是口体也，不能无父母之养，

妻子之畜，婚姻死葬、宾客一切之费也，又乌能以不治其生哉？ 

称治生为士人生存的必要之务。否则，在士人出路日窄的情况下，势必因谋求衣食导致品节

丧失，曰： 

夫不能治其生，必将有求于人，吾见天下之为士者，奔走道路，汲汲不得暇日，往

来公卿大夫之门，挟其所得，惟恐不当其意。公卿大夫之贤者悯其穷，而衣食之，爱其

才而礼貌之，则欣欣然如遇知己，如蒙拔擢；公卿大夫之不贤者，虽终日叫号大呼，究

若弗闻，曾不得一接其音容，又乌得蒙其周恤？然士之为此者，亦戚戚然，有所不得已，

汙曰：“吾儒生也，吾不能治生，而又不能饿而死也，虽劳苦若之何？”若夫卑 下贱之

士，不惟不病之，而且乐之；不惟不耻之，而且利之。 

造成“有粗粝不给之称，而其口日饫肥甘也；有衣敝履穿之名，而其体日被纨绮也；有不能

治生之号，而其获利十伯于勤苦治生之人也”的吊诡之局，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⑥ 

与鲁氏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道光间的夏炯（1795-1846）。夏氏亦著《治生说》，将治生

作为士人之“学”的首要之务，称：“学莫要于治生，生理不足，势必不暇读书。”否则，就

                                                        
① 张海珊：《游说》，《小安乐窝文集》卷 1，页 22-23。 
② 包世臣：《小倦游阁记》（1822），《艺舟双楫》卷 2，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本，页 301。 

③ 包世臣：《皇敕授文林郎山东肥城县知县丁君墓碑》（甲午 1834），《艺舟双楫》卷 8，李星点校《包

世臣全集》本，页 495-496，黄山书社，1993 年。 
④ 鲁缤：《静生书室记》，《鲁宾之文钞》，页 45-46，《鲁山木先生文集》附，民国重刻本。 

⑤ 盛大士：《可掬轩记》（1823），《蕴愫阁文集》卷 3，页 6-7。 
⑥ 鲁缤：《治生说》，《鲁宾之文钞》，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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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上焉者，张皇学问，谋集生徒，如班固所称利禄之徒是也；次焉者，干求知交，假

贷故旧，至再至三，令人生厌；下焉者，则出入公门，包揽词讼，人品心术之坏，靡有底止”

的局面，而其原因则“皆由于家计日窘，室人交谪迫而所为”。他说：“人皆有良，未必衣食

饶足，而肯甘冒无耻也。”关键在于士人能否自食其力。 

夏氏且对士人可从事的各种职业做过分析，对处馆授徒情有独钟，称：  

若恒产全无，专靠处馆授徒为生活，则亦有可以长久之道。盖延师之权虽属人，而

令人有必延之柄则在我。（中略）如依馆为生者，守陈氏之说（陈定宇《授徒帖》），

以学为教，即教即学，不接闲人，不与闲事，学生日有长进，东人愈敬事之，又焉肯辞

而不请，是馆虽非恒产，而真能以馆为事，则亦未始非恒产也。依馆为生者，须是有馆，

且勿嫌束修之薄，若嫌薄而不就，则机会一失，并薄者而不得矣。 

原因是与衙门幕宾相比，处馆授徒尚能使士人保持书生本色，云： 

大抵居乡教蒙，修脯总啬，有志之士不得不处困以待亨。若艳羡衙门幕宾，厌弃训

蒙景况，无论未必能得，即得矣，而日与此辈浸淫，渐渍染成恶劣之习，束修虽多又何

济事？徒添一种可憎面目耳。① 

这一点，从游幕学人的个人阅历、观感与期许来看，亦颇为相符。道光十六年（1836），沈

垚在给友人信中便谈到其欲归故里谋求馆职，却因谋馆太难，滞留京师以著述谋稻粱，言：

“相知而能为垚谋馆者甚少，非勉成所撰之书（即《国史地理志》）不可，是故久留不去。”

尽管确如沈垚自言，其所遇亦为知己之遇，所学亦为达官贵人所需，甚至将此形容为世间难

得一见的“景星庆云”之福。但其所得，却不足维持家计，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仅免饿

死”而已，云：“垚之所遇，不可谓世竟无知者，所持之具，亦时出为公卿大夫之用，而仰

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以至有“恐夭年寿”之惧，却又无可奈何，称：“疲精竭

神以为不惬于心之作，日复如此，窃恐更夭年寿，无可奈何。”② 

故当沈垚在京入幕四年，以著述所得还清多年累负之债后，本以为可以速归故里，不意

妻子却以其多年在外不归，举债百余两，为纳一小妾，冀其早日还家。结果此举不但使沈氏

“急欲南归”的夙愿落空，反因偿还此债，需继续做幕方可南归。对此，沈垚极为震怒，曾

专函致友人申诉其事，说：“垚之清债，原为速归之计，今因置妾复举债，是非速其归，乃

令其不得归也……垚非有恋红尘而不归，实以养亲无资，里中无所得食……非真以在外为乐，

竟不思朝夕侍亲之侧也。”并请其将此信遍示亲友，体谅其处境，暂勿催索此欠：“望我丈将

垚此札出示诸友，见垚非好游而不归……但刻下余钱无多，七八十金之数，实无由能办。亲

戚既兴此举，幸终体恤之，使垚得明年续缴，不于今冬急索其逋，斯则所深望也。”③因而沈

垚对元儒许衡“儒者以治生为急”之论，推崇备至，一则言：“鲁斋治生之言，则实儒者之

急务，能躬耕则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
④再则云：“窃谓斯时当以治生为急。”⑤ 

因此，作为学者的职业化程度最深的游幕学人而言，其职业稳定性亦最差。一方面，从

业者多将此作为一时权益之计，以为谋取更稳定生活的过渡。另一方面，几乎整个时代的意

见对此亦持否定态度，尽量避免甚至设法消除这类职业。在尚小明先生统计的 1364 名清代

有游幕经历的士人中，出幕后步入仕途的共 591 名，所占比例高达 43.32%。⑥尽管统计对象

并非全为学者著述型的幕僚，但这一较大比例，正透露出游幕之职本身的极大不稳定性，鲜

                                                        
① 夏炯：《治生说》，《夏仲子集》卷 6，页 9-11，民国十四年刻本。 
② 沈垚：《与张秋水》，《落帆楼文集》卷 8，页 1-2；并参张继文编《先伯石州公年谱》“道光十六年

丙申”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52 册影印民国十年石印本，页 35。 
③ 沈垚：《与许海樵（十三）》，《落帆楼文集》卷 9，页 15-17。 
④ 沈垚：《与许海樵》（七）、（十五），《落帆楼文集》卷 9，页 5-8、18。 
⑤ 沈垚：《与丁子香（四）》，《落帆楼文集》卷 10，页 23-24。 
⑥ 参见尚小明编著：《清代士人游幕表》表 1、表 12，页 4、34，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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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士人将其作为毕生的职业追求。 

四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清代尤其是清中叶竟出现如此多的游幕学人？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其归因于清廷的文字狱高压政策、皇室和地方官员的提倡，以及

由此形成的社会风气和氛围。①这当然有相当的道理。但文字狱的发生，往往与帝王的个人

性情或一时喜怒以及突发的政治事件有关，很难想象其造成的政治氛围会影响和笼罩知识界

达百余年之久。何况，嘉道间清廷的文字狱高压政策早已缓解，皇室和地方官员对学术的提

倡力度亦大不如前，游幕学人的生活境况则如上文所述亦颇为窘迫，很难说有多大的吸引力。
②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促使游幕学人这一学者职业化群体长期存在？ 

首先是清中叶人口数量骤增。据何炳棣先生研究，从乾隆四十四年至道光三十年

（1776-1850）的 75 年间，清帝国人口从两亿七千五百万，暴增至四亿三千万，净增人口一

亿五千五百万。③与之相应的，则是士人数量的增加。嘉庆间张海珊已关注及此，言：“学校

之员既增，一县之数，无虑数百。天子之科目，既无以容，又其人大都游手空食，更不能自

为生计，则皆从事于游。”④道光二年（1822），管同作《说士》亦称：“迄今日而府州县学间，

岁所入少者十余人，多者至二三十人，盖不待十年而一县之号称为士者，数百十人矣。呜呼！

何其多也！”⑤ 

其次，在职官制度设计上，清代设旗、汉缺，旗人缺多于汉缺。尽管清代中央各部、院、

寺、监长官，多为满汉复职，满缺、汉缺同额设置。但其属官，则多满汉参用，远非等额，

且旗人缺多于汉人缺，数量庞大的笔帖式更属旗人专缺。以六部主事为例，清代六部设主事

额缺 140 人，其中满蒙缺就有 85 人，亦即 60%的主事缺竟为旗人所垄断。至于宗人府、内

务府、理藩院等机构，则不但长官均为满人，属官亦多属旗人。故清末便有人称：“八旗之

人不及汉人什百分之一，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⑥由于清代官缺较之明代并未太大

增加，旗人缺的存在，反而使汉人可谋官缺相对减少。 

再次，从入仕与升迁途径来看，旗人不仅入仕途径宽阔，且资格低，升迁亦远较汉人迅

捷。⑦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汉人仕途壅滞, 升迁之路狭窄。因而早在乾隆初年，便有举

人候选知县需次近三十年，教谕需次二十余年方能补缺的问题出现，并引起朝廷在官员铨选

方面的变革。⑧尽管如此，但随着拥有举人、进士等功名之人的日益增加，这一问题非但没

有缓解，反而愈加严峻。 

最后，嘉道间社会经济凋敝，士人生活贫困。嘉道间的士人生活贫困，几乎成为天下通

病，用姚鼐的话说是“今天下无不贫之士大夫”。姚氏此语虽因“吾族科第尚不甚落寞，但

                                                        
① 参见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篇”，《章太炎全集》（三），页 1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4 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 66；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页 57-81，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页 1-49，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② 参见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文化政策的转变——以嘉庆朝为中心的考察》，台北《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第 71 期，页 51-87，2011 年 3 月。 
③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页 75，北京：三联书店，2000 年。 

④ 张海珊：《游说》，《小安乐窝文集》卷 1，页 22-23。 
⑤ 管同：《说士上》（1822），《因寄轩文二集》卷 1，页 7-8，光绪己卯重刻本。 
⑥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110“选举志五”，页 3213-3214，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刘锦藻纂：《皇

朝续文献通考》卷 95“学校考二·旗学”，《续修四库全书》817 册，页 105；并参杜家骥：《八旗与清

朝政治论稿》，页 419-421、426、42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⑦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页 425。 
⑧ 李绂：《请酌用下第举人劄子》，《穆堂初稿》卷 40，页 38-40；《清高宗实录（二）》卷 154，乾隆

六年十一月戊辰，页 1199-1200，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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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累于贫耳”而发，或失于偏激。①但考诸史实，便会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

会实况。生活困苦几乎成为筮仕京城士人的普遍窘况，嘉庆十年（1805）前后国史馆总纂鲍

桂星（1764-1826）致函乃师姚鼐，感叹京师生活困苦，姚氏便称： 

贫乏乃今日士大夫所同，惟甘淡泊者则处之裕如。鄙人以此自勉，亦以奉勉而已。
② 

是年夏，姚氏致函鲍桂星谈及京师诸友亦云：“京师诸相好想各安好，亦想各苦贫，此则惟

有耐之而已。”③就连素称富庶的江南地区亦如此，嘉庆间张海珊便因江南田少人多，感叹“为

江南士子唯有饿死一法”，云： 

今江南田少而人浮，士不得代耕禄又无田，势不得不出谋食，稍稍涉足，则已丧所

守，为江南士子唯有饿死一法耳。④ 

在此情况下，游幕谋生便成为另一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何况，学人游幕在此时已有较长的

传统。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促使下，学人游幕或学者的职业化、半职业化成为清代尤其是清中叶

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夷考其实，则与清代满人统治这一异族统治中国的现实，以及由此在职

官制度上的特殊设计有着密切关联。 

五 

学者职业化是清代学术史上颇受瞩目的现象，清代汉学考据的发达亦与此密切相关。以

往研究多注重其对清代学术积极贡献的一面，对这些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学者的具体谋生状

况，则由于资料过于分散，较少有人讨论。本文选择章学诚、沈垚、张际亮、郝懿行、汪喜

孙等学者职业化和半职业化的典型人物，对其以著述谋稻粱的生活状况进行讨论，使我们得

以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窥见清代学术的另一面相。 

本文讨论的历史时段——嘉道间，正是清代汉学考据由盛到衰的过渡时期。以往关于清

代汉学考据的衰落，或着眼于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或注重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战

争的影响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变等。然而上述关于嘉道间职业化和半职业化学者以著述谋

稻粱境况的恶化，则不但可加深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亦可提醒我们从士人社会生活的具

体层面考察清代汉学考据的兴衰，从而将此前关于政治社会的宏大背景叙述，落实为具体参

与互动的学术诸要素研究。 

至于如何理解清代出现如此多的职业化和半职业学者，尤其是学人游幕这一特殊历史现

象，本文则认为不但与清代人口骤增有关，亦与清代在职官设置上分旗汉缺，在官员铨选、

升迁方面，旗人优先于汉人有密切关系，而与近代社会的“职业化”性质迥异。 

 

Writing for living: a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 of Mid-Qing in aspects of social life 

history. 

Zhang Ruilong 

                                                        
① 姚鼐：《与霞纡姪》，《惜抱先生尺牍》卷 8，页 1。信中还说：“伯昂想常有信来，其贫不待言，但

平安便佳耳。”伯昂是姚鼐侄孙姚元之（1773-1852）的字，其在京亦为生活困窘所苦，嘉庆十八年，姚鼐

致姚元之信有云：“秋冬连得书，具审佳好，惟贫窘则只可耐之而已。”（《与伯昂从姪孙（5）》，《惜

抱先生尺牍》卷 8，页 4。据信中“吾家今秋南榜虽无人，而北榜得宁远之孙获隽”语，知此信作于是年）。 

② 姚鼐：《与鲍双五（6）》，《惜抱先生尺牍》卷 4，页 12，咸丰五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本。按：姚

鼐作于嘉庆乙丑（1805）正月的《与陈硕士（38）》曾云：“衡儿竟以盘费不给，不能赴公车矣。”（《惜

抱先生尺牍》卷 6，页 7-8）据信中“衡儿以道费之艰，公车之行竟辍，是亦无可奈何之事也”语，知此信

作于是年（1805）。并参鲍桂星：《觉生自订年谱》“甲子四十一岁”、“乙丑四十二岁”条，北京图书

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28 册，页 27，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 
③ 姚鼐：《与鲍双五（18）》（1805），《惜抱先生尺牍》卷 4，页 18-19。 
④ 张海珊：《书沈烈妇事》，《小安乐窝文集》卷 4，页 20，道光辛卯（1831）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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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ocused article in the history of Qing scholarship study, professional schola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inological evidential stud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ving status 

and the mentalities of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s and their contemporary’s 

opinion and the future as a professional scholar, and so forth. Further mor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scholar became profession in Qing-dynasty, in aspects of the setup and the select 

method of Qing Empire’s bureaucratic establishments, and intends to present another aspect of 

Qing scholarship in social life history. 

Keywords: Social life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 Scholar of Youmu, History of Qing 

scholarship. 

 

作者简介：张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谭红艳，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